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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优化和完善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的顶层设计支持机制提供决策参考，通过收集2006－2022年间国家颁布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的相关政策文件和权威数据，构建效力评估方法与效果评估模型衡量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效果。结果表明：政策文本数与政策总效力演化趋势基本一致；政策措施、政策目标与政策主体得分情况整体上均优于政策力度；环境型政策工具整体政策效力高于供给型政策工具与需求型政策工具。由此提出未来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供给，应重点强化政策供给质量；加强政策力度、政策目标、政策措施、政策主体对政策效果的协同促进作用、匹配成效；巩固环境型政策效果，增加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供给和使用。
关键词：科技企业孵化器；顶层设计；文本量化；政策效力；政策效果
中图分类号：F272.2；G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siness Incubators Based on Textual Measures of National Level Policies
Liu Zhongyan1, 2, Zhang Shirong1, Yuan Jianfeng3, Liu Ying1
(1.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iyang 550025, China;
2. Guizhou Institute of Talent Development，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3.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optimising and improving the top-level design support mechanis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siness incubator policies, this paper collects relevant policy documents and authoritative data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siness incubators issued by the state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6－2022, and constructs an effectiveness assessment method and an effectiveness assessment model to mea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siness incubator polic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policy texts and the evolution of total policy effectiveness are basically the same;The scores of policy measures, policy objectives and policy subjects are better than those of policy strength; And the overall policy effectiveness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tool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supply-type policy tools and demand-type policy tools. This suggests that in the future,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siness incubator policy supply in China shoul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 quality of policy supply,strengthening the synergistic promotion and matching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strength, policy objectives, policy measures and policy subjects; consolidating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based policies, increasing the supply and use of demand-based policy tools.
Key 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siness incubators; top-level design; textual quantification; policy effectiveness; policy effects
---
收稿日期：2023-10-24，修回日期：2024-01-0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多层网络视角的企业孵化生态系统协同机理与演化研究”(71964005)；贵州省科技计划项目“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引进研究”(黔科合基础-JC[2023]一般029)；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青年科技人才成长项目“基于IPO分析框架的贵州‘乡创客’创业政策效应评价及优化研究”(黔教合KY字[2022]194号)


0 引言
[bookmark: _Hlk117060865]科技企业孵化器作为助推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中介组织和孵化平台，是一种常见于促进科技创新创业发展的政策干预工具，早已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2006年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家层面高度重视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的制度化建设进程，各地按照国家顶层设计要求深入推动地方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形成了显著的规模优势与规模效应，取得巨大成就。截至2022年12月31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425家，国家备案众创空间2441家[1]。但是，从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发展历程来看，还存在着服务能力有待加强、运营模式较为单一、孵化体系亟待优化等问题。进一步而言，在科技企业孵化器建立与优化过程中，资源的互补性、可转移性以及资源组合效应是推动产生创新的基础。以政策为中介考虑推动可利用资源组合，能在充分考虑资源合理配置的基础上科学制定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从而刺激科创企业产生和发展、优化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体系建设、强化不同层级的孵化器考核标准。健全和完善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成为推动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的重要路径。为此，国家颁布了《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十三五”发展规划》《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等文件，通过发挥政策指导作用，最大化发挥科技企业孵化器在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中的功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表明科技企业孵化器在推动科技创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作用越发重要。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如何更好地发挥科技企业孵化器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激发相关政策措施的支撑功能，尤其需要发挥好国家层面的相关政策设计。其中，对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进行分析，可以为地方深入推进科技孵化器建设和发展提供更好的政策保障。目前，学术界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特定政策作用、相关政策文本量化和政策演进、特定研究视角所提出的孵化器优化政策措施等进行了研究，关于科技孵化器政策效力与效果的分析还较少。考虑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测度和评估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的效力和效果，有助于优化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选择与政策组合，使政策适配性程度不断完善，从而构建良好的政策环境，推动国家及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此，本文考虑政策长期演变视角，以国家关键政策文件颁布为契机，选取2006－2022年间已颁布的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文本进行梳理和测度，并采用Rothwell制定的政策工具与多元回归模型对政策效力和政策效果进行评估，以期为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1文献回顾
1.1 政策效力与政策效果内在关系
政策评估指的是采用特定研究方法对一个社会中特定群体的政策需求、处于议程之中的政策方案以及付诸实施的政策所产生的效果、执行情况及其带来的各种影响等进行客观、系统化的考察和评价[2]。在现实情境中，政策不仅能够在科技企业孵化器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形成干预与引导，更能够直接作用于依托科技企业孵化器成长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已经成为助力在孵企业成长的重要外生变量，进行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效力与政策效果评估至关重要。政策效力是指政策文本具体内容的有效力度，主要指政策文本所具有的合法性、强制性和可操作性[3]。政策效力的高低取决于政策的合法性、明确性以及政策执行主体的执法力度，具体可通过量化方式计算得出。政策效果则是政策实施对客体及环境产生的实际影响[4]。通常包括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政策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变化。政策效力和政策效果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一方面，政策的高效力有助于保证政策的有效实施和预期效果。政策的强制力和合法性能够促使相关利益方遵守政策规定，提高政策的实施率和执行率。另一方面，政策具体实施效果也会影响政策效力的变化。如果政策实施后产生了积极的变化和成效，将增强相关主体对政策的信心和认可，进而提高政策的效力。
1.2 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对于创新的驱动效应
学术界围绕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行所产生的效应展开系列研究。如冯金余[5]基于2009－2015年的数据考察了国家级孵化器的创新驱动效应，发现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驱动创新效应与创业导师、组织结构和区域发展等因素有关；刘雨枫等[6]使用Bootstrap方法等方式，基于2010－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测算创业孵化对创新的影响，发现孵化器数量、人力财力投入、技术支持能够驱动创新，创业孵化通过创新产业化路径推动创新引领经济发展；冯苑等[7]通过研究发现，科技企业孵化器与创新创业综合发展水平得到了有效提升，但当前中国孵化器的孵化能力与水平尚不能完全满足创新创业活动的巨大服务需求；Barbero等[8]认为不同的孵化器会导致创新影响具有异质性和针对性；Gorączkowska[9]通过计量经济学模型研究表明，孵化器有助于企业引入产品创新和开展研发活动；梁祺等[10]通过跨层回归分析模型分析规范型和背书型知识服务对创新孵化绩效的作用，发现规范型知识服务与创新孵化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背书型知识服务与创新孵化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1.3 科技企业孵化器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以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成效评价为主题，已有学者基于不同的指标选取和评估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如颜振军等[11]利用DEA研究方法测量孵化器多方面效率，发现中国孵化器发展存在区域不平衡问题，且大多数省级层面孵化器运行水平不高、孵化能力较弱、能提供的孵化服务种类较少、孵化增值服务的提供能力未能支撑目前发展需求；许治等[12]以代际孵化器价值导向与服务内容差异对孵化器进行分析，发现无法区分高低代际孵化器之间的明显效果差异。关成华等[13]使用二阶段网络DEA模型，测算了2015－2017年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整体效率、创新研发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率，同时通过PSM分析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孵化器各阶段效率的影响；刘祯等[14]构建Super-SBM DEA模型，测量中国29个省份2016－2019年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效率，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法探究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效率的空间分布收敛情况；孙锦礼等[15]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科技企业孵化效率高低与科技金融生态内部系统差异化相关联；Messeghem等[16]使用平衡计分卡思考如何最好地开发非营利孵化器绩效模型，认为可以构建本地开发绩效、孵化器满意度、孵化过程和学习4个指标衡量孵化器绩效；Ahmad等[17]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方法对孵化企业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证实：企业家对孵化器绩效的看法积极地影响孵化器的可取性、自我效能感和促进条件；M’chirgui等[18]基于资源基础观与制度理论，预测资源禀赋和制度结构对于科技企业孵化器的作用效果。
1.4 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与政府政策支持
梁宇等[19]基于孵化器在不同的生命周期所表现的差异，从政策组合视角出发，探讨政府财税政策对孵化器绩效产生的影响。文圆等[20]则将内容分析法与“政策工具-价值创造”分析框架相结合，量化分析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文本，揭示政策表现出横向分化态势与纵向政府引导目标发展的演进态势。在中央与地方的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面，杜宝贵等[21]采用共词分析等分析方法发现政策数量整体呈现增长趋势，参与主体逐渐多样化，政府更多发挥引导作用；Pato等[22]指出，当政府进行政策制定时更多将注意力置于经济、社会、制度条件和区域间差异时，政策效果会更加显著；Fukugawa[23]指出，政策目标和政府支持政策会根据孵化器的变化而变化；Sen等[24]认为孵化器政策主要内容包括风险缓解、基础设施、发布管理、项目治理、毕业标准和沟通等；徐宏毅等[25]构建“政策工具-全过程”模块建设的二维政策文本分析模型，对2006－2015年的孵化器政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环境型政策工具较为丰富、供给型政策分布相对较均匀、需求型政策工具的运用严重缺失；李梓涵昕等[26]阶段性分析了中国孵化器发展的变迁规律，发现孵化器政策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为政策制定主体协同度不断强化、政策工具多样化、政策受惠面广泛化、政策内容更有针对性；樊霞等[27]分析政府在孵化器集群不同发展阶段中的作用发现，政府制度与孵化器集群发展共同演化，在政府“制度服从－制度融合－制度深化”的过程中，孵化器集群制度实现“价值共联－价值共融－价值共生”的转化。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着重从科技企业孵化器产生的创新效应、综合发展水平评价以及政府政策支持等视角切入研究科技企业孵化器。虽然有相关文献涉及到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相关研究，但是关于科技孵化器政策效力与实施效果的系统诊断和评估相对匮乏，这对新时期国家层面顶层设计优化方向的参考力度有待提升。故此，本文从测度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效力与政策效果的角度出发，以2006－2022年间国家颁布的科技企业政策为基础，以科技企业孵化器孵化能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创新效益构建科技企业孵化器效率指标，构建回归模型分析政策效果。
2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2.1分析框架构建
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分析框架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政策要素层、政策效力层和政策效果层。政策目标、政策措施、政策主体与政策力度是评估政策效力的关键所在，参考彭纪生等[3]构建政策效力量化体系，运用政策目标、政策力度、政策措施测算政策效力。并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政策主体位阶高低对于政策效力的影响，构建政策主体、政策目标、政策措施、政策力度分析框架测算政策效力。Rothwell将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3类[28]，借鉴其分类标准，分析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中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分别测算供给型政策效力、环境型政策效力、需求型政策效力，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模型从孵化能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创新效益4个维度评估政策效果。具体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分析框架	
2.2 政策效力测度
2.2.1 政策效力测度指标构建
政策主体是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相关机构、部门或组织，政策主体位阶层级越高，政策落实力度越强，越能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和实施效果，所以政策颁布主体位阶等级与政策效力呈现正相关关系[29]；政策目标指的是政策预期可解决的问题或产生的效果，政策目标越细致，实现途径越清晰，可量化程度越高；政策措施指政策落实的可操作程度；政策力度指的是政策发文部门颁布的法律规章所具有的影响力和法律效力级别，如相关的《决议》《意见》等，颁布部门级别隐含着政策执行的驱动力的强弱，政策力度能够对政策主体、政策目标、政策措施进行加持，强化原有效果，同时政策力度自身也能够对政策效力产生影响。
借助彭纪生等[3]构建评价模型的方法，从政策效力的维度考虑对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进行效力测度，其中政策目标按照明细程度进行赋值，政策措施按照可操作性进行赋值，政策力度依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各部委颁布的文件力度强弱进行赋值，政策主体按照主体位阶等级高低进行赋值。政策效力测算维度及其评价标准见表1。
表1  政策效力测算维度及其评价标准
	维度
	赋值
	赋值标准

	政策目标
	5
	政策目标明确、细致，可量化程度高。明确指出可核算标准。

	
	3
	政策目标明确清晰，但可量化程度相对较低。

	
	1
	仅提出期望和未来远景愿望。

	政策力度
	5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和《决议》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国务院颁布的《纲要》、国务院颁布的《决定》《条例》《决议》等

	
	3
	国务院发布的《通知》《规划》《方案》《办法》《意见》《报告》等、国务院下属部门（国务院办公厅）及其各部委颁布的《条例》《规定》《纲要》等

	
	1
	国务院下属部门（国务院办公厅）及其各部委颁布的《意见》《办法》《方案》《规划（计划）》《措施》《通知》《公告》《指引》《指南》及函、答复等

	政策措施
	5
	政策明确说明要求、方案、具体做法等

	
	3
	相对于具体政策而言，政策措施较为模糊

	
	1
	仅从宏观层面提出要求，未明确提及措施

	政策主体
	5
	政策颁布主体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3
	政策颁布主体为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组成部门

	
	1
	政策颁布主体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下设办公室


注：数值1、3、5从小到大代表作用效力的不断增强。下同。
借鉴Rothwell等[28]的分类标准分析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中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具体可描述为以下3方面：供给型政策工具指的是政府以提供资源的方式推动科技企业孵化器不断适应入孵企业实际需求及把握未来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走向的政策，主要涉及人力资本、金融及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完善、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等；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含义是政府采取措施间接影响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环境，具体措施包括金融政策、法规管制等；需求型政策工具意指为了增加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行的有效性、保障已投入成本的效用最大化及入孵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政府及其他机构利用信息优势、资源优势发挥中介作用和引导作用，稳定已有市场并积极开拓新技术应用的市场，政府采取采购与贸易管制等措施间接拉动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发展。政策工具各维度具体指标及其判断标准见表2。

表2  政策工具各维度及其标准
	政策工具
	维度
	赋值
	评分标准

	供
给
型
	资金支持：政府为科技企业孵化器提供日常活动经费、水电房租减免等、各种奖金、奖励等
	5
	政府直接通过财政拨款支持孵化器发展，在财政预算、奖金方面给予大量支持，并明确指出各项资金具体获得标准或使用标准；制定详细的孵化器补贴、补助方案并表明资金补助力度

	
	
	3
	明确会提供资金支持，提出要加强资金管理以及在其他方面出台支持政策，但相关措施或公布的资金管理办法不够详细

	
	
	1
	仅涉及会提供相应资金给予支持，并未说明时间或具体措施

	
	人才培育：政府帮扶人才引进、定位人才需求、增加高质量人才数量、提供创业指导团队等
	5
	明确说明要提高人才比例或年均人才增加要求，并会对相关人员进行创业培训、岗位培训、大学生辅助创业就业岗位；明确人才引进辅助措施细则等

	
	
	3
	提出要加大人才的支持力度，培养技术和管理人才，但相关措施不够细化或者较为宏观

	
	
	1
	仅提出会采取措施增加高质量人才比例，并未提出明确措施

	
	公共服务：孵化器的信息化建设、场地、各种基本物质资源的保障
	5
	政府明确对现有基础设施进行维护、完善，加大基础设施供给力度；明确并不断深化政府服务范围，主导各种孵化器的落地等；明确可提供的孵化器物质资源范围，全力为孵化器发展服务

	
	
	3
	明确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要求，相关措施较为宏观，细化程度不够

	
	
	1
	明确提出要加强公共服务相关方面的建设，但并未提及具体措施

	
	信息服务：政府及时提供市场信息、各种技术转移对接交流工作等
	5
	政府充分借助媒体，减少在孵企业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向企业传递市场需求，定期组织各种会议，促进孵化器管理或在孵企业交流，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孵化器或在孵企业的宣传

	
	
	3
	加强信息服务措施较少或者不够细化

	
	
	1
	仅说明要加强信息服务，但并未明确具体措施

	环
境
  型




	目标规划：政府设立孵化器建设与发展方向及要求，对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做出地区规划和长短期规划
	5
	明确说明孵化器发展数量、面积、入孵企业数量、短期或中长期毕业数量；明确孵化器发展质量标准，明确科技成果转化要求等

	
	
	3
	只说明孵化器发展数量相关或质量相关一方面，未明确孵化器数量、面积目标达到时限，只进行了浅显的表达

	
	
	1
	仅提出要提高孵化器发展数量或者质量，未明确说明具体措施

	
	财税金融（政策加金融服务）：政府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减轻税收压力；政府牵头联系银行、证券公司等，减缓孵化企业资金压力
	5
	政府定期主动牵头，引导金融服务机构加强对孵化器了解和投资，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其中，减轻在孵企业资金压力，采取各种措施促进企业融资

	
	
	3
	政府仅针对金融机构等进行孵化器宣传，财税金融等措施不够细化

	
	
	1
	仅提出在孵化器发展方面会采取财税金融方面的政策，但并未提出明确措施

	
	法规管制：政府颁布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管理、申报、绩效评估机制建设，营造良好环境为孵化器及孵化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5
	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具体明确说明管制范围等，规定与孵化器相关各种比赛、评估、奖励、惩罚制度，例如说明孵化器评估指标等

	
	
	3
	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了孵化器管理与制度建设，但相关措施可操作性不强或需地方部门进一步规划

	
	
	1
	相关法律法规未明确孵化器的管理和制度建设，仅提出未来更加规范化愿景

	需
求
型
	政府采购：政府为保障孵化器健康快速发展在采购时优先考虑入孵企业的产品或者服务等相关政策
	5
	通过具体书面证明决定政府采购力度和范围，并制定激励政策激励在孵化企业加快研发速度与提高研发质量

	
	
	3
	采购力度与范围不够明确，措施不够细化

	
	
	1
	仅提出政府方面要加大采购力度，未提出具体措施

	
	

市场培育：构建孵化器发展与优化环境，强化新技术、新产品宣传力度
	5
	明确孵化器发展范围及未来走向，通过多种形式宣传科技成果，拓宽在孵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政策内容将孵化平台与产业政策相融合，并有具体措施支撑融合行动

	
	
	3
	明确孵化器发展范围及未来走向，但宣传行动过少或者措施不够明确，未明确说明市场优化措施

	
	
	1
	提及孵化器未来走向或市场环境优化方向，但未明确指出相关措施

	
	合作交流：政府为促进孵化器优化与入孵企业健康成长，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积极促进企业间、高校科技园、科研院所、国际孵化器之间的交流而制定的相关政策
	5
	成立联合孵化器，明确孵化器与大学、科研院所的合作交流次数和形式，并定期举行国际交流沟通，明确提出国际孵化器合作措施

	
	
	3
	孵化器与大学、科研院所交流次数过少，交流形式单一化，相关措施较少

	
	
	1
	仅提出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合作愿景，未明确提出具体措施



2.2.2政策效力测度方法
确定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量化标准后，根据研究目标，邀请了该领域15名相关专家组成评估组。按照3位专家带领2位研究生进行评估打分的方式，共组成5个评估组。具体步骤为：由本人梳理出相关政策文件，交由各评估组打分，分数存在巨大差异的由评估专家综合讨论得出结论。在此基础上，用公式（1）计算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年度整体效力，用公式（2）计算单一年度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的平均效力，如下所示。
               （1）
    （2）
公式（1）~（2）中，表示第i年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的整体效力；表示第i年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的年平均效力；i表示政策起始年份；j表示第i年颁布执行的第j条政策；N表示第i年政策开始颁布执行的政策数量；表示第j条政策的政策力度得分，表示第j条政策的政策措施、政策目标与政策主体的得分之和。
2.3 政策效果评估
2.3.1政策效果评估指标构建
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评估指标构建的科学合理是精准化测度科技企业孵化器效率的关键。考虑到指标可得性，以累计毕业企业数衡量孵化能力，在孵企业总收入衡量经济效益，在孵企业从业人员数衡量社会效益，在孵企业发明专利数衡量创新效应。科技企业孵化器效率评估指标体系见表3。
表3  科技企业孵化器效率指标体系
	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效果指标
	衡量标准
	单位

	孵化能力
	累计毕业企业数
	个

	经济效益
	[bookmark: _Hlk147759967]在孵企业总收入
	元

	社会效益
	[bookmark: _Hlk147760176]在孵企业从业人员数
	个

	创新效益
	[bookmark: _Hlk147760274]发明专利数
	个


2.3.2政策效果评估模型 
由于孵化器相关指标不仅仅受到现期政策影响，更受到往期政策作用，政策产生效果的滞后性导致政策效力具有滞后性，所以本文以前一时期的政策效果指标表示往期颁布的政策累积效应，同时，由于政策发挥实际作用与政策实施时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为了保证方程的精确性，故在回归方程中设立一定的滞后期，评估模型如公式（3）所示：
    (3 )
公式（3）中：因变量表示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效果指标，表示为该政策效果指标前一期的值；C为常数项；t表示政策开始执行年份；GP表示供给型政策工具效力、HP表示环境型政策工具效力、XP表示需求型政策工具效力。为随机误差。
3 数据来源与处理
3.1 政策文本处理
自2006年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来，中国的科技事业进入繁荣阶段。以2006年为基础，在北大法宝、国务院官网等网站检索“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层面颁布的相关政策文件，包括中央及各部委颁布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最终收集了2006－2022年间584条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并对其编号如表4所示。
表4  2006－2022年中国与“科技企业孵化器”相关的政策文本
	编号
	年份
	印发部门
	政策文本内容

	1
	2006
	国务院
	对符合条件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自认定之日起，一定期限内免征营业税、所得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其他符合条件的科技中介机构开展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研究制定必要的税收扶持政策。

	...
	...
	...
	......

	584
	2022
	科学技术部
	深化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改革，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积极性。鼓励国有创业服务载体改革释放活力。


由于政策文本效力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政策措施、政策主体、政策目标、政策力度等。出于清晰明确说明政策效力的目的，本文以“时间排序编号－政策工具类型”进行分类，具体编号格式为“1—G/H/X”，其中，1代表政策编号，G/H/X代表各种政策工具类型，G代表供给型政策工具、H代表环境型政策工具、X代表需求型政策工具。政策文本赋值参照表2，进而得出如表5所示政策各维度得分结果。根据公式（1），计算得出政策效力得分。

表5  政策文本内容打分表
	编号
	编码
	政策文本内容
	政策措施得  分
	政策目标得  分
	政策主体   得  分
	政策力度得  分
	政策效力得 分

	1
	1—H
	对符合条件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自认定之日起，一定期限内免征营业税、所得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其他符合条件的科技中介机构开展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研究制定必要的税收扶持政策。
	5
	3
	3
	1
	11

	……
	……
	……

	584
	584—G
	深化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改革，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积极性。鼓励国有创业服务载体改革释放活力。
	3
	3
	1
	1
	7



3.2 政策效果数据
为了充分保障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的有效性，通过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政府网、中国创业孵化发展报告等途径的实时公布数据评估科技企业孵化器实际效果，通过上述科技企业孵化器累计在孵企业数、在孵企业总收入、在孵企业从业人员数、发明专利数作为政策效果具体评估指标。为了充分保障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的科学性，避免客观赋权与主观赋权的单一劣势，使用AHP-熵权法相结合的综合赋权法计算各指标综合权重。其中，采用AHP法并发放问卷咨询科技企业孵化器研究领域的15位专家进行指标主观权重赋值，通过三轮咨询和聚类分析最终得出各指标的权重。熵权法通过指标原始数据的信息熵处理方式得到。为兼顾指标赋权的主观性和客观性，AHP的计算权重占综合权重的50%，熵权法的计算权重占综合权重的50%进行指标综合权重计算[30]。最终计算各指标综合权重结果如表6所示。由于以上政策效果具体指标数据存在量纲级别不一致的情况，为了保证不同指标对比的有效性，本文在多元回归之前采用平均值－标准差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
表6  政策效果各指标权重
	科技企业孵化器效果指标
	具体指标
	AHP权重
	熵权法权重
	综合权重

	孵化能力
	累计毕业企业数
	0.103
	0.179
	0.141

	经济效益
	在孵企业总收入
	0.466
	0.281
	0.374

	社会效益
	在孵企业从业人员数
	0.264
	0.208
	0.236

	创新效益
	发明专利数
	0.167
	0.332
	0.249


4 政策效力与效果评估结果
4.1 政策数量与政策效力
通过统计2006－2022年政策文本数量，对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文本进行梳理分析，结合测算政策效力标准，并按照公式（1）与公式（2）进行计算，可得出政策年均总效力变化幅度及政策工具年均效力变化幅度。政策总效力、政策文本数、政策工具年均效力如图2所示。观察图2（a）可得出，政策文本数与政策总效力演化趋势基本一致。从整体上看，自2006年政策数量变化较为平稳，中间存在几次剧烈变化，2012年与2017年政策数量出现大幅度提升，随之政策效力在2012年与2017年也出现大幅度提升，政策总效力演化趋势随着政策数量变化而变化。政策工具年均效力呈现出不断变化的趋势，在2006－2022年，政策工具平均效力波动幅度较大，呈现“W”型的变化走向，从长远来看，体现出下降的趋势。政策总效力变化幅度较大，但同期政策平均效力并未跟随政策总效力变化而浮动，表明政策数量的累计效应促使了政策效力的提高。2006年以来，国家不断出台政策支持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发展，从图2中可看出，2012年与2017年处于峰值状态，其原因在于科学技术部在2012年印发了《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十二五”发展规划的通知》、2017年印发了《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十三五”发展规划》，由此看出其他年限政策文本效力较低，原因可归结为决策者对于政策条款重视程度不够，政策文本质量有待提高。根据公式（2）得出政策年均效力较低，其具体结果如图2（b）所示。为探究其原因，测算了政策力度、政策措施、政策主体、政策目标的年均变化得分，其结果如图3所示。
【图2: 图（a）纵坐标刻度上的三位分节法表示的数字用“1/4空格”代替“，”表示】

图2  2006－2022年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文本数与政策效力演进情况


图3  2006－2022年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效力各维度年均得分
图3显示，政策措施、政策主体与政策目标得分情况整体上均优于政策力度，说明政策制定时能够充分考虑政策的精准性、可实现性，从而使得政策措施与政策目标条理清楚、描述准确。政策力度一直处于平缓波动且低于政策措施、政策主体与政策目标的状态，其原因在于长期以来科技企业孵化器相关政策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较少，大多数科技企业孵化器相关政策是由国务院及其下属部门颁布的《条例》《方案》《暂行通知》等，从中可以看出目前的政策布局顶层设计不足，政策整体协调性有待加强。不同政策工具的效力变化可观察出政策组合情况，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政策工具效力如图4所示。


图4  科技企业孵化器各维度政策措施得分及其年均得分演变
从图4（a）中可以看出，环境型政策工具整体政策效力一直高于供给型与需求型政策工具。从政策工具年均效力来看，需求型政策工具变化幅度相对相对较缓，供给型年均效力变化次之，环境型年均效力波动最为剧烈。这一结果表明，在未来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考虑政策组合问题，同时，需求型政策颁布数量有待增加，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对科技创新发展拉动力亟待加强。
4.2 政策效果对比
政策绩效的多元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可以看出，与科技企业孵化器效率有关的供给型政策、需求型政策、环境型政策都反映出明显的滞后效应，且滞后期均为1期；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对于当期科技企业孵化器效率产出作用效果不明显，即当期政策对当期政策效果产出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科技企业孵化器效率回归结果中，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回归系数为0.684，说明需求型政策工具能够有效提高科技企业孵化器效率，促进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建设。然而，在多元回归模型中可以看出政策绩效指标中供给型政策与环境型政策回归系数为负，体现出政策工具之间矛盾或者政策体系有待优化，说明不利于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发展，相关政策体系需要进行完善和修正。
【表7：请作者检查在公式（3）中表述为，此处为Yi-1；请确认A-R2、AIC、SC、HQ不需要被解释说明】
表7  政策绩效回归结果
	变量
	科技企业孵化器效率回归系数
	P值

	C
	0.203***
	0

	Yi-1
	1.203***
	0

	GP
	−0.383**
<1>
	0.041

	HP

	−0.276**
<1>
	0.042

	XP
	0.684***
<1>
	0.005

	R2
	0.988
	

	A-R2
	0.984
	

	F
	231.39***
	0

	AIC
	0.011
	

	SC
	−0.004
	

	HQ
	−0.179
	


注：1)∗、*∗、***分别表示在10%、5% 和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2)＜＞ 内表示最优滞后期，如 ＜1＞ 为滞后1期。
当前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中，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发展，但政策产生的实际效果存在一定的优化空间，应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中对其进行优化并完善，同时，需要根据实际需求对于不符合实际的政策给予修正。
5 结论与建议
5.1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2006－2022年间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的总体回顾和定性分析，以及专家评价打分与实际政策效果相对比的方式得出了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效力的演化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政策工具发挥的不同作用效果进行定量评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总效力演化趋势随着政策数量改变而变化，同时，政策工具平均效力演化趋势波动幅度比较大，呈现“W”型的演化形态，稳定程度不高；政策效力随着政策数量变化而变化，政策文本质量有待提高。政策效力主要由政策目标、政策措施、政策力度、政策主体四方面构成，通过分析与总结，可以得出在2006－2022年间，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目标量化程度较高、政策措施较为丰富、政策颁布主体位阶变化较为平缓，且政策目标与政策措施演化趋势趋同。但政策力度得分明显较低，说明已颁布的政策文件级别多数属于部门发布，主要包括各种《通知》《方法》《决议》《条例》《措施》等，顶层设计属性的法律层面的文件较少，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体系整体协调性待提升。通过对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政策工具类型进行分析，发现在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过程中，需求型政策工具发挥主力作用，环境型政策工具与供给型政策工具发挥辅助作用。今后在政策设计过程当中，应注重强化侧重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强调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的推动力。由于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组合在一起会产生不同的效果，通过测算不同政策工具组合对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与在孵企业总收入的影响，可得出3类政策类型都会产生滞后效应且滞后期相同。同时，不同政策工具类型会产生不同的政策效果，需求型政策对于发挥科技企业孵化器事业优势、助力入孵企业发展及推动国内创新绩效具有优先性，而由于政策数量及政策组合效应，供给型与环境型政策实际效果欠佳。
5.2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建议，以期助推科技企业孵化器事业发展。
（1）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在保证数量的基础上提高政策质量。政策效果最大化，与政策数量与质量息息相关，目前来说，政策数量已经产生一定的效应，但由于存在政策颁布缺乏法律层面主体，政策质量与协调性有待进一步提高，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需要整体优化设计。政策制定者应考虑到政策长期规划效应和政策整体规划与布局，在此过程中，应该考虑到政策存在滞后期所带来的影响，重视政策数量与质量同时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减少不必要的政策更迭周期，以期政策能够发挥最大效力。
（2）政策力度、政策目标、政策措施、政策主体四管齐下，提升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综合效力。政策综合效力主要有政策力度、目标、措施、主体四部分组成，优化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体系，强化政策具体实施效果，提高政策产出绩效，需要充分考虑目标可及性、力度效力性、措施强制性、位阶层次性。首先，政策力度方面，根据统计政策文本可看出已颁布政策涉及法律层面较少，为了提高政策贯彻落实的可行性，减少政策执行阻碍，应不断提高政策颁布机关级别；其次，政策目标与政策措施方面，应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细化政策目标与政策措施，尽可能量化政策目标与政策措施考核，同时，明晰政策目标与政策措施贯彻落实相关主体责任，确保政策的有效贯彻落实，实现预期政策目标。
（3）巩固环境型政策效果，提升并强化供给型与需求型政策工具在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促进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过程当中，环境型政策工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构建具体化的规章制度、拓展多元化需求途径、优化发展环境、强化金融支持等措施强化各类政策的组合作用，重视入孵企业、政策及高校三者在刺激创新发展和扩散创新影响方面的动态作用，从而营造多方参与主体共同奋斗、共同努力推动科技企业孵化器事业高速发展的社会环境。
（4）增加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与供给型、环境型政策工具相比，需求型政策工具效力最低，在目前扩大内需的背景下，扩大需求对于促进科技孵化器孵化科技企业具有强效助力作用。但目前需求型政策工具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待提高，未来在完善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发展时，应该更多地从政府采购、拓展市场多样化需求路径入手，利用政府优势与市场巨大潜力，形成科技企业孵化器高质量发展的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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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年均效力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7.25	6.75	23.6666666666667	6.86666666666667	15.8	7.81132075471698	8.30952380952381	7.5	15.5384615384615	15.0416666666667	14.0243902439024	8.86713286713287	10.625	13.037037037037	11.2352941176471	11.5757575757576	9.9375	年份
（b）政策年均效力演进情况

政策年均效力/分




年份
（a）政策总效力与政策文本数演进情况
政策总效力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116	108	71	103	79	414	698	225	202	361	575	1268	340	352	382	382	159	政策文本数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16	16	3	15	5	53	84	30	13	24	41	143	32	27	34	33	16	
政策总效力/分


政策文本数/条





政策力度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1.125	1	2.33333333333333	1.13333333333333	1.4	1.07547169811321	1.0952380952381	1.13333333333333	1.92307692307692	1.66666666666667	1.63414634146341	1.15384615384615	1.0625	1.51851851851852	1.29411764705882	1.3030303030303	1.25	政策措施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25	2	3.66666666666667	1.26666666666667	3.8	1.9811320754717	1.95238095238095	1.6	3.61538461538462	2.58333333333333	2.36585365853659	2.09090909090909	3.125	2.48148148148148	2.94117647058824	3	2.375	政策主体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75	3	3.66666666666667	2.86666666666667	3	3.07547169811321	3.07142857142857	3.13333333333333	3	3.58333333333333	3.48780487804878	3.08391608391608	3.0625	3.2962962962963	3.17647058823529	3.12121212121212	2.25	政策目标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1.875	1.75	1.66666666666667	2.06666666666667	3.8	2.0188679245283	2.38095238095238	1.7	3.53846153846154	2.66666666666667	2.5609756097561	2.65034965034965	3.25	2.62962962962963	2.58823529411765	2.45454545454545	2.375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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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型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8.33333333333333	7	9	9	8	12.5	12	16	8.66666666666667	21.25	20.6	11.8518518518519	9.33333333333333	39	13.75	10.8181818181818	9	需求型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7.66666666666667	7	7	9	11	6.6875	9.52631578947368	8.33333333333333	17	16	8.8125	8.275	10	21	10.5	12.4	4.66666666666667	环境型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6.8	6.63636363636364	55	5.8	26	7.13793103448276	6.84313725490196	6.72	17.8571428571429	12.8571428571429	16.55	8.11842105263158	11.0909090909091	9.04761904761905	10.4444444444444	11.8235294117647	11.8	年份
（b）政策工具年均效力演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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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型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5	21	9	18	16	100	168	32	26	85	103	320	56	78	110	119	27	需求型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3	14	7	27	11	107	181	25	51	96	141	331	40	84	84	62	14	环境型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68	73	55	58	52	207	349	168	125	180	331	617	244	190	188	201	118	年份
（a）政策工具效力演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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